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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改革开放三十余载，亦是我国人口政策由“只

生一个好”的计划生育时代到独生子女家庭专享的“单

独二孩”时代，再到普惠的“全面二孩”时代之演变，

以应对逐渐消解的人口红利、老龄化及低生育率陷阱。

2017 年 4 月出台的《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
年）》则指出，正是人口结构的新特点新变化使得年

青一代的工作和生活压力陡增，面临着就业、生育、

养老等广泛的生命阶段性任务。在激烈的就业竞争与

高企的养育成本之裹挟下，职场青年的生存焦虑无处

遁形：“生（孩）”与“升（职）”，孰先孰后？“再生”

之后能否“再升”？那么，生育是否真如职场青年所

焦虑的那样，成为职业发展的拦路虎、事业曲线的滑

铁卢？无疑，通过比较在子女出生前后青年的职业流

动趋势是一种最为直观的分析途径，即以子女的出生

作为时间的分界点，如果相对于子女出生前青年呈现

向下的职业流动，则考虑生育对青年职业流动的拐点

效应的存在。

本研究通过比较青年在生育前后工资收入、工作

职务和岗位的相对变化，来判断其职业流动方向，借

以验证拐点效应的真实性和适用条件，并希望为二孩

政策下青年的职业流动提供预测性依据，以推动就业

环境与人口政策的优化、提升青年的自主性与获得感。

一、理论溯源 ：拐点效应从何而来？

生育是如何作用于青年的职业流动并产生性别差

异的呢？经济学、劳动组织学与社会学为我们提供了

多维度的解释视角。

1. 家庭内的专门化

经济学的专门化模式假设，一对夫妇是以家庭为

单位进行共同决策的，故每一方将对自己具有相对优

势的领域投入更多的时间，以使家庭效用最大化［1］。
通常，由于先天的生理特性与既有的性别收入差距，

丈夫将增加有偿工作的投入而减少家务劳动的投入，

妻子则反之，而生育将延续并强化原有的家庭内专门

化。主要表现于：其一，生育后女性的家务时间增多、

市场活动与个体闲暇时间减少，男性的时间配置则较

少受到生育的影响 ；其二，子女的降生使得“以丈夫

事业为主、妻子为辅”的家庭策略性就业安排显性

化［2］。正是两性在生育后时间配置和工作生产力上

的差异，使得个体的人力资本与职业预期被重塑，继

而影响其职业流动与回报。由此，可推导出另一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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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即女性对包括照顾子女在内的家务劳动的投入，

实际上为已育男性向上的职业流动做出了贡献。

2. 工作匹配论与补偿差异论

是否所有的求职者均是以高收入为目标进行职业

流动的呢？工作匹配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即，在就

业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职业流动不仅是劳动者实现

收入快速增长的途径，也是雇主实现成本 - 收益效

用最大化的筛选机［3］。然而，如何解释女性在生育

后偏好“母亲友好型”工作（如请假容易、通勤方便、

稳定且压力小）？在补偿差异论看来，已育女性的这

种择业策略，实际上是以适宜育儿的工作环境来弥补

较低的收入［4］。但是，考虑到目前劳动力市场的非

充分竞争，职业的金钱性收益与非金钱性收益补偿并

非是对等的，且收入常作为职业流动的重要衡量指标，

故以非金钱性收益为择业动机的人群可能从客观结果

上表现为向下的职业流动。而生育的介入则可能使得

两性的择业偏好更为分化，职业流动的差异不可避免。

3. 人力资本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人力资本的存量决定了个体

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回报。按照该理论的界定，人力资

本既包括通过学校教育获得的通用性人力资本，也包

括进入劳动力市场之后通过在职培训和在特定岗位上

持续积累的工作经验［5］。由于通用性人力资本相对

恒定，那么，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增减是关键。而职业

流动既是导致专用性人力资本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途

径，也是人力资本 - 职业回报的连锁反应结果。考

虑到现实生活中，女性更容易因生育而中断职业、为

了兼顾工作与家庭更愿意选择“母亲友好型”职业，

以及雇主偏好给予男性更多的培训机会，故生育使女

性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流失量与速度均大于男性，从而

导致生育对女性的职业流动所造成的负效应要大于

男性。

4. 雇主偏好与歧视

性别理论认为，在社会性别期待的潜在影响下，

生育所引发的个体身份转变在家庭与职场两个系统内

并非完全兼容，从而激发了雇主对两性职业流动的不

同解读与行动策略。即，父亲身份与“家庭供养者”

的传统性别角色高度吻合，故父亲身份可能被视为工

作努力或对组织忠诚的一种象征，从而引发雇主偏好。

相反地，由于母亲身份所暗含的“家庭照顾者”角色

与专业的职场角色相背离，故其可能被视为二级劳动

力而引发雇主歧视［6］。而且，新古典经济学所假定的，

女性因生育在人力资本积累、雇佣相对成本、产后工

作生产力等方面相较于男性的劣势，则构成了雇主歧

视存在的现实基础。因而可推测，随着二孩政策的持

续推进，劳动力市场中针对所有女性的统计性歧视和

对女性就业者的工作表现进行偏见性预设的规范性歧

视将有所抬头，并成为已育女性职业向上流动的内隐

性障碍。

综上，生育通过改变个体的时间配置、工作投入

度、择业偏好、人力资本存量和雇主的主观看法，而

对其职业流动发生作用，但显然这种作用对于两性的

影响程度并不一致。由此，本研究推测，生育对于青

年的职业流动具有拐点效应，并对女性的作用更为明

显。鉴于我国女性的就业模式已然由单位制时期的持

续性就业向发达国家的 M 型中断式就业过渡［7］，随

着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这种拐点效应轻则体现为

挫伤女性青年的就业积极性、职业流动不畅，重则

是以女性青年劳动力被抛出劳动力市场及其“主妇

化”［8］为代价的。

二、研究设计

1. 资料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源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我

国生育政策调整带来的新社会问题研究”和重点项目

“计划生育政策调整的社会影响研究”。该调查横跨我

国东中西部的 12 座城市，以城市中的幼儿园在读生、

小学生及初中生的家长作为对象，采用多阶段随机抽

样的方法抽取样本。调查发出问卷 8687 份，收回有

效问卷 7778 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青年的界定（联

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在 2013 年确定的年龄分段 ：0~17

岁为未成年人，18~44 岁为青年人，45~59 岁为中

年人，60 岁以上为老年人）以及女性生育的极限年龄，

本文将进入分析的对象年龄限定在 40 岁以下，最终

进入模型分析的样本为 5324 个。

2. 主要变量的测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已育青年的代内职业流动，具

体是以子女的出生作为时间的分界点，通过工资收入、

工作职务和工作岗位在生育前后的相对变化来判断其

职业流动方向。在操作化的过程中，分解为工资收入、

工作职务和工作岗位三个维度的有序变量，并按照流

动的方向进行赋值。为了突出生育对于青年职业流动

的作用，本研究的自变量包括子女的数量和年龄、工

作对家庭的冲突、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工作与家庭的

双向冲突是通过专门的工作 - 家庭冲突量表经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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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后得到的两个综合因子）、个体的时间配置（工

作、家务与闲暇时间）、在工作与家庭的相对投入、

子女 3 岁前及其当前的照顾者、配偶就业情况、与老

人居住情况等。同时，个体属性、人力资本及部分就

业特征则作为控制变量纳入。

三、拐点效应的非均衡性 ：
职业流动趋势比较

在家庭生命周期中，虽然生育事件的里程碑意义

不言而喻，但是经过传统社会规范和现实就业环境的

相互杂糅，生育对于两性的职业流动和职业发展带来

不一样的影响。统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在工资收入、

工作职务和岗位的客观变化方面，还是在职业生涯高

原（职业生涯高原是指个体自我觉察职业晋升可能性

变小的一种负面心态，在操作化过程中处理为虚拟变

量）的主观心态上，已育男性和女性都存在着显著差

异。并且，生育事件一方面固化原有的职业性别隔离，

另一方面又重塑着生育后的职业新格局。

从就业状况来看，由于本研究的样本为就业高

峰人群，故已育青年的整体就业比例较高（均超过

75%），但已育女性的未就业比例（24.8%）显著高于

已育男性（14.7%）。

就收入的绝对值而言，生育后两性收入差距显著。

根据组中值测算，已育男性的平均月收入为 5824 元，

而已育女性的平均月收入为 4568 元，二者相差 1256
元，且通过了差异性检验。有经济学家认为，母亲

收入的减损是造成性别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来源［9］。
可见，生育行为极有可能加剧生育前已存在的性别收

入差距。

就收入的相对变化而言，虽然大部分青年报告生

育前后没有变化，但是已育男性报告收入增加的比例

高于已育女性，而已育女性报告收入减少的比例大于

已育男性（见表 2）。据此，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生

育前后两性收入变化的均值 ：生育后男性收入平均增

长 2954 元，而女性收入平均增长 2359 元，前者的增

幅大于后者。就生育和两性收入的关系而言，美国的

追踪调查曾验证过，生育导致女性收入的减少与男性

收入的增加［10］［11］。虽然由于截面数据与统计不显著

的缘故，本研究无法直接导出类似结论，但值得以后

深入探究。

表 2 ：已育青年的职业流动与心态（%）

变量 变化情况 男性 女性 合计

工资收入

增加 34.9 31.3 32.3

没变化 60.9 61.2 61.1

减少 4.2 7.5 6.6

N 1344 3540 4884

χ2=19.193，df=2，P=0.000

表 1 ：已育青年的基本情况

变量名称 百分比（%） 变量名称 百分比（%）

性别（N=5284） 个人收入水平（N=4738）

父亲 1404（26.6%） 2000 元及以下 696（14.7%）

母亲 3880（73.4%） 2001~4000 元 1953（41.2%）

年龄（N=5323） 4001~6000 元 1038（21.9%）

30 岁以下 518（9.7%） 6001~9000 元 555（11.7%）

31~35 岁 1856（34.9%） 9001~12000 元 213（4.5%）

36~40 岁 2949（55.4%） 12000 元以上 283（6.0%）

受教育水平（N=5311） 子女数量（N=5316）

初中及以下 1056（19.9%） 1 个 3850（72.3%）

高中 / 中专 1465（27.6%） 2 个 1354（25.4%）

大专 1100（20.7%） 3 个及以上 112（2.1%）

本科 1404（26.4%） 独生子女身份（N=5288）

研究生 286（5.4%） 独生子女 1261（23.8%）

非独生子女 4027（7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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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变化情况 男性 女性 合计

工作职务

变高 28.1 24.7 28.5

没变化 68.1 66.5 65.5

变低 3.8 8.9 6.0

N 1357 3577 4934

χ2=38.159，df=2，P=0.000

工作岗位

变好 22.2 20.8 21.2

没变化 71.9 68.6 69.5

变差 5.9 10.6 9.3

N 1358 3590 4948

χ2=26.031，df=2，P=0.000

职业生涯
高原

是 57.1 69.2 65.8

否 42.9 30.8 34.2

N 1348 3530 4878

χ2=62.741，df=1，P=0.000

成就动机
低 31.5 44.6 41.0

高 68.5 55.4 59.0

N 1368 3591 4959

χ2=70.052，df=1，P=0.000

研究还显示，虽然大部分青年报告生育后仍然从

事相同的岗位或职务职称没有改变，但两性在工作职

务和岗位的流动方向上均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2 所

示，相较于已育男性，无论是工作职务还是岗位，已

育女性报告向下流动的人群皆多于男性。经济学家

史密斯曾从收益交换的角度对于这种现象予以了解

释。他指出，女性之所以在生育后出现收入减少、职

务变低、岗位变差等向下的职业流动，那是为了换取

适宜育儿的工作环境［12］。但是，已育女性对“母亲

友好型”工作的这种偏好，将进一步固化原有的职业

性别隔离。无独有偶，本研究接下来的发现也验证

了上述推断。即，“蓝领”与“粉领”职业壁垒在已

育青年中依然泾渭分明，原有的职业性别隔离被延

续。而这种横向隔离，实际上是与纵向的职业性别隔

离、性别收入差距相挂钩的，具有内在逻辑的一致

性［13］，亦是导致已育女性职业向下流动的内嵌结构

性因素。

相呼应地，上述职业流动的客观结果也投射到已

育青年的职业心态上。如表 2 所示，已育男性保持了

较积极的职业心态，表现为高成就动机与低职业生涯

高原发生率。而大多数已育女性则笼罩在职业生涯高

原的心理阴影中，成就动机明显被抑制。无疑，这种

负面的职业心态，将放大生育后职场客观变化的负面

效应，进一步给工作母亲套上心灵的枷锁，从而使其

职业的发展陷入停滞或加速向下流动。

四、生育的介入 ：职业上升通道的重塑

鉴于社会对两性生育和抚养行为的不同期待以及

二者所实际承担的家庭分工，影响两性生育前后职业

相对变化的因素也必然呈现出差异。那么，青年的职

业流动在多大程度上受到生育的影响？职业上升通

道是否依旧通畅？本研究运用有序逻辑斯蒂回归的方

法，分别从工资收入、工作职务和工作岗位三个维度

予以考察，并比较性别之间的异同。

1. 加薪 ：工作与育儿冲突首当其冲，对女性的

冲击更甚

如表 3，无论男性还是女性，第二个孩子的年龄、

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和工作满意度均对其收入有影响。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随着第二个孩子年龄的增

加，已育青年的收入增加几率有所提高。对于家长而

言，孩子在不同年龄阶段所承担的抚育劳动量不尽相

同，因而孩子的数量和年龄均是制约已育人群职业发

展的重要因素［14］［15］。在这里，本研究不仅印证了已

有的研究结果，还进一步发现，子女的年龄较之于子

女的数量更能影响已育青年的收入。

相较于对工作不满意者，对工作表示满意和持中

立态度的已育青年的收入增长几率显著提高。这说明

对工作的自我认同和激励是实现收入增长的重要主观

条件。同时，鉴于家庭和工作领域在同一个体内的争

夺和此消彼长，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则使已育青年收入

增长的几率均有所下降。

除此之外，配偶就业状况、单位性质、进修经历

和成就动机则显著影响已育男性的收入变化。在其他

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妻子从事兼职工作的男性的

收入增长几率是妻子从事全职工作的男性的 2.702 倍

（Exp［0.994］=2.702）。可见，已育男性的职业发展

在一定程度上是以已育女性承担更多的家庭照顾为代

价的，而且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家务分工模式在

现代城市中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单位的不同属

性则可能加速或抑制收入的增长。在本研究中，相较

于从事个体经营的已育男性，在国有部门工作的已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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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男性的收入增长几率是前者的 4 倍（Exp［1.407］
=4.084）。这似乎也为我们解读在自主创业一片叫好

声中“国考”的“高烧不退”现象提供了新的注脚。

同时，近年来接受过职业相关培训的已育男性的收

入增长几率是未接受过培训者的 3 倍（Exp［1.155］
=3.174），这说明就职后对人力资本的继续投资是提

高收入的重要引擎。此外，成就动机的高低也能带来

不同的职业回报。在本研究中，低成就动机将使已育

男性的收入增长下降 55.5%（Exp［-0.809］=0.445）。
通过模型的比较发现，已育女性收入变化的相关

因素则更多地来源于工作和家庭两个领域的冲突。具

体地，在其他因素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虽然随着工作

对家庭的冲突升级，已育女性收入增长的几率将下降

41.4%（Exp［-0.535］=0.586）；但是若能将该冲突

保持在合理的程度，则发现，冲突感受较小者的收入

增长几率是冲突感受较大者的 2.465 倍（Exp［0.902］
=2.465）。在这里，工作 - 家庭冲突之所以对已育女

性收入的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原因在于工作对家庭的

冲突的增大也意味着已育女性加大了对工作领域的时

间与精力投入及资源的转移，而在工作领域投入和产

表 3 ：已育青年工资收入变化的影响因素

变　量
男性模型 女性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第二个孩子的年龄 0.089* 0.044 0.133*** 0.037

配偶就业状况（全职工作 =0）

未就业 0.349 0.308 0.509 0.303

兼职工作 0.994* 0.437 0.011 0.478

单位性质（自我雇佣 =0）

国有部门 1.407* 0.569 0.466 0.462

市场组织 0.713 0.378 0.416 0.347

进修与否（否 =0） 1.155*** 0.293 0.392 0.237

闲暇时间 0.017 0.024 0.041* 0.021

投入重心（家庭 =0） 0.181 0.296 1.150*** 0.297

家庭对工作的冲突 -0.431*** 0.146 -0.293* 0.115

工作对家庭的冲突 -0.014 0.148 -0.535*** 0.131

工作家庭冲突度（冲突大 =0）

没有冲突 -0.275 0.461 0.312 0.400

冲突小 -0.576 0.386 0.902*** 0.283

成就动机（高 =0） -0.809* 0.321 -0.235 0.242

工作满意度（不满意 =0）

满意 2.053*** 0.497 1.382*** 0.423

一般 1.838*** 0.519 0.999* 0.423

截点 1 1.298 8.423 4.476 6.231

截点 2 6.861 8.437 9.220 6.248

-2 Log Likelihood 466.856 670.028

Pseudo R2 0.379 0.303

N 1403 3880

注 ：1. 限于篇幅，仅列出影响显著的变量 ；2.***p<0.005，**p<0.01，*p<0.05



中国青年研究 10/2017
10

Te Bie Qi Hua
特 别 企 划

出亦是呈正比的，故最终转化为经济性回报的增多。

表 4 ：生育后两性的时间配置

工作小时 / 天 家务小时 / 周 闲暇小时 / 周

男性 8.576 5.702 13.211

女性 8.027 9.005 11.582

N 4667 4928 4758

F=65.750，
df=1，P=0.000

F=104.555，
df=1，P=0.000

F=14.281，
df=1，P=0.000

研究还显示，生育后青年男性与女性的时间配置

存在显著差异。如表 4，男性的每天工作小时数和每

周的闲暇时间显著高于女性，女性每周的家务时间

显著高于男性。由于本研究所界定的闲暇时间是将家

务劳动和子女照顾时间排除在外的，故已育女性的闲

暇时间增多则意味着其进行职业培训和继续深造等活

动的可能性增加，而后者则有利于人力资本存量的积

累。本研究发现，已育女性每周的闲暇每增加 1 小

时，则其收入增长的比率将提高 4.2%（Exp［0.041］
=1.042）。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贝克尔的“投资专

门化”假设，即在市场工作领域的投入与其市场回报

成正比。因此，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将时间和

精力更多地投入工作领域的已育女性的收入增长几

率是将生活重心置于家庭领域的已育女性的 3.158 倍

（Exp［1.150］=3.158）。
2. 升职 ：儿童照顾的获得是关键

由表 5 可知，家庭对工作的冲突、幼龄儿童的照

顾、职业流动方式和工作满意度是影响已育青年职务

升迁的共同因素。具体地，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家庭对工作的冲突每增加一个量级，已育男性和已育

女性的职务升迁几率分别下降 28.3% 和 34.6%（Exp
［-0.332］=0.717，Exp［-0.424］=0.654）。相较于对

工作不满意者，对工作持赞同态度的已育男性和女性

的职务升迁几率分别是前者的 3 至 4 倍（Exp［1.317］
=3.732，Exp［1.492］=4.446），而对工作持中立态

度的已育女性的职务升迁几率则是前者的 3 倍（Exp
［1.187］=3.277）。

同时，职业流动方式则按性别对已育青年的职务

升迁产生南辕北辙的效果。相较于通过国家分配而实

现流动者，以自谋职业的方式实现流动的已育男性

的职务升迁几率提高了两倍（Exp［1.107］=3.025），
而同样以此方式实现流动的已育女性的职务升迁几率

则下降了 60.7%（Exp［-0.933］=0.393）。可能的解

释是，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已使已育女性的职业天

花板若隐若现，而后者在择业时为了平衡工作和子女

抚育而偏好“家庭友好型”工作，则更是迫使其过早

地进入了职业发展的慢车道。

在本研究中，类似的这种性别差异还体现在幼龄

儿童的照顾对已育青年职务变化的影响。相较于已

育女性本人独自照顾，孩子在 3 岁前由夫妻共同照

顾将使得已育女性的职务升迁几率增加 117.7%（Exp
［0.778］=2.177），从而验证了家庭支持对于已育女性

职业发展的重要性。同时，相对于已育男性本人照顾，

孩子在 3 岁前由其配偶独自照顾，将使得已育男性

职务升迁的几率下降 86.9%（Exp［-2.031］=0.131）。
这似乎与“男主外、女主内，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的传统印象相背离。这表明，城市男性在育儿活动中

参与度的提高、性别平等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是时

代进步的象征。首先，就客观条件而言，在育儿活动

最为繁重的 0 至 3 岁阶段，在没有其他“外援”的情

形下，即使有已育女性的全身心投入，城市男性也不

可能完全从育儿活动中抽离出来而“独善其身”。这

里，也预示着家庭其他成员（如老年父母）所提供的

育儿支持对于青年职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其次，从主

观情感出发，城市夫妻关系的亲密度更高，且被现代

性教育赋予了更多的男女平权意识，因此，已育男性

对家庭劳务分工可能具有更多的参与意识而非“袖手

旁观”。如此一来，已育男性势必会为抚育 0 至 3 岁

的幼儿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对其工作有所

影响。

除此之外，已育男性的职务变化明显还受到单位

性质的影响。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供职于

市场组织的已育男性的职务升迁几率是从事个体经营

者的 3.139 倍（Exp［1.144］=3.139）。一方面，这说

明在市场化的公司企业中个体晋升的渠道更为灵活 ；

另一方面，也预示着工作职务（或职称）在如今号召

全民创业、组织结构趋于扁平化的时代正逐渐失去普

适性。

通过模型的比较，居住模式、人力资本、主观心

态等因素则作用于已育女性的职务变化。具体地，控

制其他变量后，相较于来自城市家庭的已育女性，来

自农村家庭的已育女性的职务升迁几率下降了 45.2%
（Exp［-0.601］=0.548）。由于本研究中的女性被访

者业已在城市工作或定居，因此，就社会网络资源而

言，土生土长的城市女性可能更具有“地利人和”的

优势，并利用这种先赋性的优势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加



中国青年研究 10/2017
11

Te Bie Qi Hua
特 别 企 划

表 5 ：已育青年职务变化的影响因素

变　　量
男性模型 女性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家庭对工作的冲突 -0.332* 0.160 -0.424*** 0.121

受教育水平（初中及以下 =0）

研究生 -0.212 1.050 0.703 0.795

本科 0.324 0.592 -0.148 0.534

大专 -0.199 0.541 -0.732 0.456

高中 / 中专 -0.239 0.395 -0.645* 0.318

家庭来源（城市 =0） -0.089 0.328 -0.601* 0.269

单位性质（自我雇佣 =0）

国有部门 1.164 0.617 0.312 0.482

市场组织 1.144** 0.436 0.133 0.355

职业流动方式（国家分配 =0）

自谋职业 1.107* 0.529 -0.933* 0.474

社会网 0.975 0.558 -0.633 0.482

健康状况（差 =0）

好 0.586 0.787 1.019* 0.501

一般 0.144 0.383 -0.228 0.276

是否与女方父母同住（同住 =0） -0.559 0.406 -0.643* 0.305

孩子 3 岁前的主要照顾者（本人 =0）

社会服务 -0.673 1.244 0.783 0.614

祖辈 -1.416 0.922 0.314 0.294

夫妻共同 -1.001 0.939 0.778* 0.360

配偶 -2.031* 0.920 -0.555 0.923

投入重心（家庭 =0） -0.033 0.321 0.618* 0.309

进修与否（否 =0） 0.568 0.316 0.586* 0.249

工作满意度（不满意 =0）

满意 1.317** 0.550 1.492*** 0.428

一般 0.988 0.584 1.187** 0.425

职业生涯高原（是 =0） 0.468 0.334 0.567* 0.268

截点 1 1.645 9.333 9.191 6.518

截点 2 7.923 9.327 14.198 6.553

-2 Log Likelihood  406.701 623.174

Pseudo R2 0.379 0.368

N 1404 3880

注：1.限于篇幅，仅列出影响显著的变量；2.***p<0.005，**p<0.01，*p<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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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再者，就人力资本的早期投资而言，城市中相对

丰富的教育资源以及家庭中无性别偏好的教育投资，

都为成长于城市的女性的职业之路奠定了良好的发展

基础。同理，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的普及，令

“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理念几乎渗透到每个城市家庭，

甚至近年来在某些城市家庭还出现了明显的“女孩”

偏好，掀起了有别于传统的“女儿养老”和“女方父

母帮带外孙”的热潮。因此，在本研究中可以看到，

女性与自己父母同住有助于其职务的向上流动。在其

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与自己父母同住的已育

女性，与自己父母分开居住的已育女性的职务升迁几

率下降了 47.4%（Exp［-0.643］=0.526）。再次验证，

儿童照顾的获得为女性的升职保驾护航，而城市中趋

于由女方父母提供育儿支持。

从人力资本来看，已育女性的学历、进修经历及

其职务升迁并非完全呈正向关系。在其他变量不变的

情况下，近年来进修的经历将使已育女性的职务升迁

几率增加 79.7%（Exp［0.586］=1.797）。可见，进修

经历作为人力资本的再投资在这里继续发挥着效用。

同时，相较于初中学历以下的已育女性，高中（或中专）

学历的已育女性的职务升迁几率则降低了 47.6%（Exp
［-0.645］=0.525）。而且，可以看到，只有当受教育

水平达到研究生层次时，学历对已育女性的职务升迁

才呈现正向作用（尽管并不显著）。可见，首次进入

职场的受教育水平并非个体职务流动的唯一要素，还

有赖于个体在特定工作中的经验和技术积累。

此外，在控制其他变量后，身体健康的已育女性

的职务升迁几率是身体较差者的 2.77 倍（Exp［1.019］
=2.770），而将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向工作领域并努

力克服职业生涯高原这种主观认知障碍，则使已育

女性的职业升迁几率分别提高 85.5% 和 76.3%（Exp
［0.618］=1.855，Exp［0.567］=1.763）。

3. 变岗 ：工作认同、子女照顾与人力资本的多

重需求

如上，工作认同不仅对已育青年的收入增长和职

务升迁具有正向作用，还对其岗位流动产生相似的影

响。由表 6 观之，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相较于

不满意现有工作者，对工作持满意态度的已育男性

和已育女性的岗位向上流动几率分别提高了近 3 倍

（Exp［1.049］=2.855，Exp［1.061］=2.889）。

表 6 ：已育青年岗位流动的影响因素

变　　量
男性模型 女性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家庭来源（城市 =0） 0.276 0.337 -0.532* 0.253

每天工作时间 -0.660* 0.346 0.137 0.272

每天工作时间的二次项 0.035* 0.018 -0.006 0.016

家庭对工作的冲突 -0.021 0.158 -0.322** 0.114

工作对家庭的冲突 0.200 0.165 -0.291* 0.130

进修与否（否 =0） 0.390 0.317 0.657** 0.238

工作满意度（不满意 =0）

满意 1.049* 0.520 1.061** 0.404

一般 0.727 0.554 0.704 0.400

孩子 3 岁前的主要照顾者（本人 =0）

社会服务 -.940 1.215 0.827 0.588

祖辈 -1.059 0.862 0.116 0.279

夫妻共同 -1.834* 0.902 0.458 0.336

配偶 -1.263 0.846 0.397 0.863

健康状况（差 =0）

好 -0.227 0.786 1.021* 0.475

一般 -0.458 0.388 -0.275 0.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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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已育男性而言，影响其工作岗位向上流动的因

素还包括每天工作的小时数和幼龄儿童的照顾。控制

其他变量之后，相较于已育男性本人独自照顾子女，

孩子在 3 岁前夫妻共同照顾使其工作岗位向上流动的

几率下降了 74.0%（Exp［-1.834］=0.160），从而再

次提示家庭其他成员（如老年父母）所提供的育儿支

持的重要性及必要性。而已育男性的工作时长与其工

作岗位的向上流动，则呈现出一种U型的非线性关系。

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每天工作小时数的增加

并不能提高已育男性工作岗位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但

是达到一定的工作小时之后则使其工作岗位向上流动

的几率大为提高。由模型的回归系数来测算，这个日

工作小时数的临界点大约为 9.429 个小时。即，唯有

每天工作时长超过 9.429 个小时，已育男性工作岗位

向上流动的可能性才开始增加。若以每天工作 8 小时

为一般标准，则意味着加班成为已育男性工作岗位向

上流动的必经之路。或许，这也是加班文化在企业中

盛行的根源之所在。

就已育女性而言，影响其工作岗位向上流动的因

素还包括部分个人特征、工作与家庭双向冲突以及进

修经历。个体特征方面，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成年前生活在农村的经历使得已育女性工作岗位向上

流动的几率下降了 41.3%（Exp［-0.532］=0.587）；

相较于身体不佳者，健康的已育女性工作岗位向上流

动的几率是前者的 2.776 倍（Exp［1.021］=2.776），
再次印证了“身体是革命本钱”的群众智慧。其次，

无论是由职业角色所引发的工作对家庭活动的干扰，

还是由家庭角色所引发的家庭对工作的干扰，均不利

于已育女性工作岗位的向上流动。此外，进修经历亦

有利于已育女性工作岗位的向上流动。控制其他变量

之后，进修经历将使已育女性工作岗位向上流动的几

率增加 92.9%（Exp［0.657 ］=1.929）。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全国 12 城市的实地调查，本研究以生育作

为分水岭，比较了青年在生育前后工资收入、工作职

务和工作岗位的相对变化，以测量职业流动的方向及

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

第一，由于孩子出生后青年女性的时间冲突、行

为冲突与压力冲突均高于男性，因而女性面临更大的

工作与家庭冲突，导致生育对于青年职业流动的拐点

效应显著作用于女性。

第二，子女（尤其是第二个子女）的年龄对已育

青年的职业流动具有正向作用，因此，幼龄儿童照顾

的获得是已育青年职业向上流动的重要保障。在本研

究中，它可通过协调家庭内资源来实现 ：生育后女

性与娘家同住或者妻子选择兼职工作。前者有益于已

育女性的职务晋升，后者则能够促进已育男性收入的

增长。

第三，进修经历和健康体魄正向作用于已育青年

的职业流动，且原生家庭在城市的女性更容易获得工

作职务的晋升与工作岗位的向上流动。同时，生育后

通过个人能力谋职的男性比以同种方式实现职业流动

的女性更容易实现职务的升迁。

综上观之，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推进，子女数量

的增加必将进一步加剧已育青年的工作与家庭冲突，

但生育对于职业流动所带来的这种拐点效应可能更加

明确地指向女性，而非男女“均沾”。毕竟，按照标

准人力资本理论来理解，生育之所以能对青年的职业

流动产生负面影响，其首要原因在于子女出生后个体

的家庭领域向工作领域入侵，而对工作领域的时间与

精力投入的减少则意味着人力资本投资的削减，不足

以支撑职业的“匀速”发展，从而呈现下滑的态势。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传统的家庭性别分工、固有的

变　　量
男性模型 女性模型

回归系数 标准误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截点 1 -10.217 9.515 1.886 6.076

截点 2 -4.346 9.491 6.354 6.084

-2 Log Likelihood  415.086 700.158

Pseudo R2 0.315 0.290

N 1404 3880

注：1.限于篇幅，仅列出影响显著的变量；2.***p<0.005，**p<0.01，*p<0.05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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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歧视以及逐渐失灵的“制度庇护”，均将

已育女性推向职业发展的劣势。那么，如何才能消减

这种拐点效应呢？

受上述启发，可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来因地制宜

地寻求解决之道。比如，在幼龄儿童照顾方面，老人

帮带孙辈是我国自古以来的优良传统，也是我国已育

女性较之于西方女性在保证持续就业方面的独特优

势。在城市中，继续发扬这一优良传统，不仅能够实

现家庭劳务与资源的重组、增强代际互动，还能够解

决双职工家庭育儿的燃眉之急，为青年的职业发展铺

平道路。不过，照顾二孩的祖辈年事已高、身体每况

愈下以及曾经不愉快的抚育经历，均可能成为制约因

素［16］。企业中，则可以效仿西方成熟的做法，引入

弹性工作制和内设托儿中心，以便已育女性平衡工作

与家庭 ；同时，重启工会的协调功能，为已育人群争

取更多的福利与资源。在制度层面上，为多子女家庭

提供育儿津贴或减免收入所得税，借此由社会来分摊

育儿成本 ；设立带薪的父亲假期，鼓励已育男性对育

儿行为的参与；尽快出台反性别歧视法，避免政策（或

制度）成本对女性群体的各种“转嫁”，削减女性职

业上升的阻力。对于有二孩生育计划的女性，则应合

理规划首次生育年龄和两孩的生育间隔，将生育对职

业发展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当然，本研究的局限在于未能追踪个体的整个劳

动生命周期，故不排除生育对职业流动的拐点效应可

能会随着子女年龄的增长而趋弱，或者随着个体步

入中年、同时肩负上有老下有小的照顾重担而趋强。

并且，到 2020 年，我国的生育政策将由计划生育期

过渡到家庭计划期，生育权将全面回归至个人和家

庭［17］。那么，生育与青年职业流动之间的关系则面

临更加复杂多变的情境，需要持续地关注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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